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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格局
及其影响因素
李扬 1,2，郭成玉 1*，王磊 3

摘要 构建了衡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空间格局的指标体系，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分

析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效应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时间维度上，城市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总体上呈现出稳定增长态势；在空间格局上，多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

区间都处于较低和最低水平，且存在差异性。（2）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全局

与局部空间自相关，且空间俱乐部的趋同特征明显。（3）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城市政府治理、人口密度、人口城镇化率、经

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本地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产生正向作用，其中人口密度产生

的影响最大，可以使本地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上升 11.5%。而人口密度和人口城镇化率

对周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会造成周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

别下降25.1%和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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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公共服务体

系，改善和保障民生问题，最重要的是准确抓住人

民最直接、最关心、最想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

正确认识城市公共服务、有力提高城市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实现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对不断消除

社会分异和空间极化、维护社会公平和空间正义、

促进城市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城市地理距离对公共服务具有阻碍和强化两

方面的作用：一是阻碍公共服务的空间扩散，二是

强化公共服务的空间集聚，即形成公共服务的空间

溢出效应。张学良[1]实证了我国地区间的交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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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地区间的区域经济增长

和要素流动具有推动作用。刘寒波等[2]基于核心―

边缘模型，构建了包括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公共

服务空间溢出理论模型，探讨了公共服务供给与各

要素流动的关系，发现我国各地区公共服务呈现显

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综上，公共服务具有空间影响

效应，同一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地理位置越接近、相

互之间的影响越大。因此，我国城市之间公共服务

的空间配置处于的状况及其带来的公共服务空间

配置的非均衡性和影响因素等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视角或不同研究

方法构建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及空间配置规律。杨光[3]基于省际差异视角

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等化评价指标体系，运

用泰尔指数分析 2000—2012年各省的基本公共服

务供给，研究结论与成华等[4]、王东等[5]趋于一致，

即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空间非均衡性；

韩增林等[6]基于城乡差异视角发现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分别呈现出“东-中-
西”“东-西-中”阶梯状递减的格局；Domingues等[7]

基于可持续性理论，从道德与社会责任、经济发展、

环境保护 3方面构建了 36项评估公共服务可持续

发展的指标。此外还有学者对教育资源[8]、医疗卫

生[9]、公共交通[10]等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水

平及空间配置规律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如钮心毅

等[11]使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度了医疗卫生服务、基础

教育服务的空间公正与均等化。

另一方面，影响和制约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因素众多，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城镇化因素。马慧强等[12]认为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与城镇化质量之间具有一定关联性。二是人

口分布因素。常飞等[13]对公共服务设施与人口的

匹配关系进行详细评估发现，不同空间内的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与人口的匹配关系之间存在较大的相

关性。兰峰等[14]运用耦合协调度和地理探测器模

型，认为人口规模和文化程度较高的适龄人口是影

响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关键因素。三是区域经济

发展水平因素。Talm等[15]认为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使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最终导致公共服务供给

的不均等。Nahrin[16]证实了财政平衡对人均公共服

务均等化具有正向效应。此外，还有研究证实了地

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能受行政决策机制及政治

制度的影响[17-19]。

虽然国内外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测度

及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

在研究视角上，多集中在省际差异及城乡差异等视

角，以地级市为对象的研究还较少。在研究方法上

多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等，而采用空间面板计

量模型研究城市公共服务在本地及邻近城市的空

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更是鲜见，无法有效地反映不同

组别之间子样本的分布状态,从而影响了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空间测度结果的准确性。此外，在分析影

响因素方面，研究多集中在城镇化水平、人口分布

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单一要素影响，缺少将政

治、经济等多因素统一进行分析的相关研究。

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全

国地级及以上 278个城市为例，运用熵权-TOPSIS
法、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空间杜宾模型

（SDM）等研究方法，构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

价指标体系，分析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空间

格局与多个因素的影响。

1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1）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体系设计。构

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体系需要兼顾现状

与发展，多层次的考察各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情况。

指标设计的原则主要有：（1）科学性与实用性原

则。主要指各项指标的选取和处理要具有科学性，

数据的来源要具有客观性和准确性，具体指标的设

计覆盖面广，同时也要求能科学实用，体现实用性

原则。（2）整体性与层次性原则。应把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看作由各个指标综合反映出来的整体

情况，各指标间要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能从不同

层面反映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此外，指标体

系还要具有层次性，不同层次的不同指标之间既相

互独立，又彼此补充，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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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体系。（3）动态性与稳定性原则。城市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评价的指标内容应保持一定的动态性，也

要求评价指标设计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

（4）可量化性原则。在设计指标体系时，要充分考

虑选取指标的可量化性，通俗来说指标应是可以得

到、测量的，便于进行数学计算和分析，在这个基础

上才能对指标进行定量处理。

关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指标体系的设计，

学界进行了很多讨论，形成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

果。陈昌盛等[20]选取了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

保障、公共安全、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和

一般公共服务 8类基本公共服务，对公共服务综合

绩效进行了评估。安体富等[21]构建了包括社会保

障指数、公共安全指数、公共卫生指数、基础教育指

数、基础设施指数、环境保护指数和科学技术指数

等指标体系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了评价。

马慧强等[12]构建了包含生态环境服务、医疗卫生、

教育文化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基础设施服务的

基本公共服务系统。李斌等[22]从环境保护、科技通

讯、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居民生活 6
个层面衡量了中国各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公共服务主要指为实现公民的全面发展，

体现公民基本需求、基本民生及公民基本权利而提

供的符合社会条件的基本公共服务。基于对“十二

五”“十三五”“十四五”时期我国基本公共体系及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理解，以及相关文献研究

的基础上，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与实用性原则、

整体性与层次性原则、动态性与稳定性原则以及可

量化性原则，从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通讯服

务、能源资源设施服务、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和环境

卫生服务 6个方面，构建了衡量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熵权-TOPSIS
法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得到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的综合指标（表1）。

其中，教育服务主要是指在教育领域提供的公

共服务。教育服务与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是实

现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教育服务指标应该突出

教育的基础性。因此本文选取反映教育服务的指

表1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总指标

城市公共

服务供给

水平

一级指标

教育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

通讯服务

能源资源设施服务

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环境卫生服务

二级指标

每万人普通中学及小学学校数（所/万人）

普通小学师生比（学生人数=1）

普通中学师生比（学生人数=1）

每万人医院卫生院数（个/万人）

每万人床位数（张/万人）

每万人医师数（人/万人）

全市移动电话用户数（万户）

互联网用户数（万户）

市辖区居民人均用水量（吨/人）

居民人均用电量（千瓦时/人）

居民人均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吨/万人）

全市年末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全市年末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辆）

全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总量（万人次）

全市出租汽车数（辆）

全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市辖区建成区绿地面积（公顷）

市辖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指标处理及说明

全市普通中学及小学学校总数/全市年末人口

普通小学专任教师数/普通小学在校学生数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医院、卫生院数/全市年末人口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全市年末人口

执业或助理医师数/全市年末人口

全市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

全市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市辖区居民家庭用水量/市辖区年末人口

城镇居民生活用电/全市年末人口

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全市年末人口

全市年末实有铺装道路面积

全市年末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

全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总量

全市年末实有出租汽车营运车数

全市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建成区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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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有每万人普通中学及小学学校数、普通小学师生

比和普通中学师生比；医疗卫生服务是国家与社会

为保障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诊疗疾病而建立的法

制体系、组织体系、服务体系和服务过程等。2008
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明确人人享有基本医疗

服务，人人享有的本质含义是公平享有，即任何公

民，无论年龄、性别、职业、地域或是支付能力等，都

享有同等权利。因此本文选取反映医疗卫生服务

的指标有每万人医院卫生院数、每万人床位数和每

万人医师数；通讯服务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开辟

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有力的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

展，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离不开通讯服务。基于

此，本文将通讯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项指

标，选取全市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和互联网用户数作

为二级指标；关于能源资源设施服务，“十四五”规

划指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发挥水、电和矿产资源

优势，增强国家能源资源保障能力，提高基础设施

水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因此本文选取反

映能源资源设施服务的指标有市辖区居民人均用

水量、居民人均用电量和居民人均液化石油气供气

总量；关于公共交通运输服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升，生活节

奏也变得越来越快，对公共交通运输服务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因此需要对公共交通运输服务足够重

视。基于此，本文选取全市年末道路面积、全市年

末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数、全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总

量和全市出租汽车数 4个指标来评价公共交通运

输服务；关于环境卫生服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

出，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期盼更舒适的

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

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环境卫生服务是指政府

有责任给全体人民提供优美的自然环境。自然环

境与人类密切相关，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自然环境的良好发展关系到人民能否过上更加美

好的生活。为体现环境卫生服务的水平，选取全市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全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市辖区建成区绿地面积和市辖区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4个指标。

2）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影响因素的选取。

关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影响因素的选取上，本

文选取城市政府治理（gov）、人口密度（pop）、人口

城镇化率（urb）、经济发展水平（pgdp）、产业结构

（ind）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讨影响城市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因素。

从工具角度理解，政府治理是一种强调工具性

的政治行为[23]，是政府有效地采取和促进机体行动

的能力[24]；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政府治理能力是由

政策制定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等一系列相辅相成

的能力体系组成[25-26]。关于构建政府治理评价指

标体系，因为政府治理的概念相对抽象，其可度量

维度及指标选择维度难度较大，对其概念的定量分

析可以通过使用“间接指标”或者“替代指标”来进

行解析[27]。基于此，本文将政府治理涵盖范围划分

为 3大方面，即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构

建起城市政府治理的测量指标体系。然后采用熵

权-TOPSIS法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处理，得到

城市政府治理的综合指标（gov），如表2所示。

其他变量，人口密度（pop），用于控制人口变动

对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由于存在规模效应，某地区的人口密度越

大，边际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则越低，因此公共服务

的供给效率通常越高[28]；人口城镇化率（urb），用各

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口密度只是

在规模上对人口做了一个整体性描述和趋势分析，

而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与集聚程度则是另一方面

的问题。当前人口集聚的主要塑造力量是城市化

进程，也使得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产生变化。因

此，从人口城镇化的角度入手分析人口的空间分布

特征，有助于了解人口的结构性特征与城市公共服

表2 城市政府治理指标体系

总指标

城市政府

治理

一级指标

政治治理

经济治理

社会治理

二级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个）

规模以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数（个）

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数（个）

财政收支平衡率

利用外资增长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全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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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供给之间的关联；经济发展水平（pgdp），根据瓦

格纳法则，地区经济发展推动市场扩张与人均收入

水平提升，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

1，体现政府职能的公共财政支出随之增长。一般

而言，财政支出的能力和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具有

相关性，公共服务供给离不开财政的支撑，本文采

用人均GDP作为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产业

结构（ind），用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总产值的百分比

表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越高，表明该地区的城市

化水平越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就越高。

本文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来源于 2007―2019年
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城

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把 2000年作

为基期，对所有用货币价值表示的数据进行相应调

整。并采用线性插值法对缺失值进行补充。需要

指出的是，为了降低回归结果的偏误，本文在对所

有数据进行计量计算时均用对数表示。

1.2 研究方法

1）熵权-TOPSIS法。本文采用熵权-TOPSIS
法相结合的方法来衡量和评价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以避免量化指标赋权中主观因素的干扰，消

除指标数据量纲的影响，确保指标赋权的合理性以

及指标赋权的精确性。即先采用熵权法对已构建

的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各指标赋于权重，然后运用

TOPSIS法计算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形成衡量城

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综合指数，该指数越大表示

地方供给公共服务水平越高[29]。

2）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ESDA的核

心功能是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30]，即通过对事物或

现象空间格局的描述及可视化，分析事物及现象的

空间集聚、时空差异以及空间分布等多方面的特

征。本文采用全局Moran's I和局部Moran's I来对

城市公共服务的空间集聚程度进行度量[31]，其中全

局Moran's I可以衡量不同城市间公共服务供给整

体上的空间关联和差异，从而判断是否存在空间集

聚或分散的现象。全局自相关是对整个研究区域

基于全局范围的一个统计量，无法确定研究区域的

局部空间的分布情况，仅仅对同质的空间自相关分

析有效。局部空间自相关统计量可以用来识别不

同空间位置上可能存在的不同空间关联模式（或空

间集聚模式），从而允许我们观察不同空间位置上

的局部不平稳性，发现数据之间的空间异质性，为

分类或区划提供依据[32]。因此，在全局分析的基础

上，运用局部Moran's I探索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某

个区域或特定的位置的空间相关特性。

3）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杜宾模型

（SDM）、空间误差模型（SEM）与空间滞后模型

（SLM）是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33]，后两种模型存在

缺陷，忽略了自变量的空间相关性，仅考虑了误差

项和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SDM）
弥补了这一缺陷，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相关性

同时都有所考虑[34]，表示式为

Yt = δWYt + X t βt + WX t βt + Cn + vt （1）
vt = αtln + εt （2）

式中，Yt=(yit，…，ynt)'，表示各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psl），n=278，t=13。W是 278×278的空间权重矩

阵，本文中采用二阶逆距离权重矩阵。WYt表示空

间滞后项，δ表示空间相关系数，δW衡量当期周围

各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对本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影响情况。Xt=（gov，pop，urb，pgdp，ind）为 278×
13的自变量向量，WXt用来表示政府治理、人口密

度、人口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空

间溢出效应。Cn=（c1，…，cn）'表示 n×1维个体固定

向量，In表示 n阶单位矩阵，ln表示 n×1维向量，αt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εt=（ε1t，…，εnt）'是扰动项，且εt~N
（0，σ2In）。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变量的参数估计只是代表

了各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无法反映自变量对

因变量的影响，Elhorst、LeSage和 Pace提出了应依

据模型的点估计结果进一步测算各解释变量的直

接与间接效应[35-36]。

2 结果分析

2.1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度分析

1）时间动态特征分析。对 2006―2018年全

国及东中西 3大区域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走势

进行分析（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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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观测期内东部区域综合指数均值

高于全国以及中部和西部区域，而中部和西部区域

综合指数均值均低于全国，且中部区域综合指数均

值略低于西部区域，这可能是受要素禀赋、区域经

济整体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等内外因素影响的

结果。从其变化过程来看，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

域的平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总体上呈现稳定增

长态势，尽管其间可能受全球性金融危机冲击、国

家政策导向、“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启动的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推动等多重叠加因素的影响，

波动变化态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

再上升”特征，但整体上仍以相对较高增速为主。

从观测期内各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综合指

数来看，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位列于前的基本是东部

地区城市，而中部地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差异性小

且较低，西部地区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呈两极化分

布特点，如重庆市和遵义市排名较靠前，而安康市

和巴中市则表现不尽如人意。分析其原因，可能得

益于近年来中国日趋增强的经济实力和相对稳定

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推进地区

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举措，较大程度地带动了地

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快速提升。

2）空间格局特征分析。基于 ArcGis10.2软

件，运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得到了城市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 2006―2018年空间分布格局，选择 2006、

2012和 2018年 3年的截面数据绘制出如图 2所示

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空间格局。分析发现，全

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普遍不高，处于较低

和最低水平区间的城市占绝大多数，且表现出明显

的水平趋同性及“群状连片”的空间分布特征。随

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上有所

提高，但绝大多数城市供给仍处于较低和最低的水

平区间，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差异性持续扩大。

2018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低的为来宾市

（0.020），最高的是深圳市（0.452），最高者是最低值

的 22.6倍，差异性增大。截止到 2018年，处于低水

平地区和中低水平地区的共有 231个城市，共有 9
个城市处于高水平，数量较 2006年和 2012年有所

增加。

2.2 探索性空间分析

1）全局Moran's I空间自相关。全国城市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空间格局的整体关联与差异性可以

基于全局Moran's I指数进行分析，本文运用 STA⁃
TA16.1软件计算得到了 2006―2018年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的全局Moran's I（表 3）。由表 3可见，

2006―2018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全局Mo⁃
ran's I指数值均为正，且 Z>2.85，P<0.01，均通过

1%的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地正相关，地理空间是影响

其演变的因素。邻近市域间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图1 2006―2018年全国及3大区域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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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存在空间依赖性，即某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不仅影响到周围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会受

到周围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从

时序上看，2006―2018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

升的倒“U”型演变特征（图3）。反映出自2006年以

来，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市际空间自相关呈现出

“增强―减弱―增强”的变化态势，而城市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散―集聚”的

演变方式，整体分异格局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

2）局部Moran's I空间自相关分析。全局Mo⁃
ran's I指数是从全局角度出发，分析城市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的空间特征，而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局部区域的集聚特征

无法进行分析。为了进一步研究城市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在空间上是否存在局部集聚现象及局部集

聚特征，揭示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局部关联模

式，本文进行了局部Moran's I空间自相关分析。

基于Geoda软件，选取了 2006、2012和 2018年 3年
的数据绘制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LISA聚类

图（图 4）。分析局部Moran's I 指数发现，高-高集

聚区域主要集中在能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

供雄厚经济支持和良好社会基础的东部地区，如上

海、福建、江苏、广东、天津、北京等地；低-低集聚

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形成成片的城市

公共服务供给的低值区域。受固有地理位置及其

他历史因素的影响，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相对较低，

因此该区域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低-低
集聚的特点。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

战略的实施和推进，更多的物质支持、政策优惠等

逐渐向中西部倾斜，未来中西部城市的公共服务建

表3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全局Moran's I指数

年份

I

Z（I）

P（I）

2006

0.129

7.353

0.000

2007

0.177

9.886

0.000

2008

0.161

9.000

0.000

2009

0.154

8.593

0.000

2010

0.140

7.902

0.000

2011

0.073

4.176

0.000

2012

0.121

6.767

0.000

2013

0.117

6.556

0.000

2014

0.140

7.811

0.000

2015

0.159

8.810

0.000

2016

0.158

8.795

0.000

2017

0.143

7.921

0.000

2018

0.116

6.446

0.000

图3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全局

Moran's I指数趋势图

图 2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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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空间杜宾模型

1）空间模型设定检验。通过分析发现，城市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不仅自

身因素影响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周围地

区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即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空间上存在空间依赖性

和异质性。在进行空间面板计量估计之前，本文依

次通过了拉格朗日乘子（LM）检验、Hausman检验

和Wald检验，目的在于确定空间计量模型的具体

估计形式，结果如表 4所示。本文依托于Hausman
检验的结果，选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解释。LM
和Wald检验结果充分表明了空间杜宾模型（SDM）
是最佳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空间相关系数为

0.507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系数为正，表明城市公

图4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LISA集聚图

表4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gov

pop

urb

pgdp

ind

L.Wpsl

LM-error

Robust LM-error|

LM-lag

Robust LM-lag

Hausman

Wald线性检验

Wald非线性检验

R-squared

变量含义

城市政府治理

人口密度

人口城镇化率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

—

—

—

—

—

—

—

—

—

回归系数

0.1020***（5.92）

0.1204***（4.72）

0.0526***（2.99）

0.0978***（3.79）

0.0642*（1.69）

0.5073***（14.95）

82.619***

26.987***

56.155***

23.125***

170.8***

27.21***

23.58***

0.487

Wx

-0.0208（-0.76）

-0.1850***（-3.07）

-0.0739***（-3.32）

-0.0348（-1.07）

0.0007（0.01）

—

—

—

—

—

—

—

—

0.487

直接效应

0.1037***（5.95）

0.1150***（4.83）

0.0528***（3.20）

0.0978***（4.00）

0.0656*（1.79）

—

—

—

—

—

—

—

—

0.487

间接效应

0.0607（1.33）

-0.2510**（-2.47）

-0.0944***（-3.09）

0.0291（0.66）

0.0657（0.67）

—

—

—

—

—

—

—

—

0.487

总效应

0.1644***（3.77）

-0.1360（-1.46）

-0.0416*（-1.67）

0.1268***（3.49）

0.1313（1.39）

—

—

—

—

—

—

—

—

0.487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圆括号内为 t检验值；“—”为未涉及项。

设将呈现出巨大的潜力，较大程度地带动地区公共

服务供给水平的快速提升；低-高集聚与高低集聚

的集聚现象是介于低-低集聚与高-高集聚之间的

2种集聚类型。其中低-高集聚区域主要出现在

高-高集聚区域附近，反映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

平在地理空间分布的空间依赖性，高-低集聚区域

较多出现在低-低集聚区域附近，反映了城市公共

服务供给在地理空间分布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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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各地区城市公

共服务水平同时受到本地区各影响因素及周围邻

近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

2）影响因素分析。由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空间

回归系数仅代表各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无法

完全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为了能够综合

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产生的影响，本文中引入了 3
种效应，即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进行分析

（表 4）。由表 4可知，在总效应中城市政府治理、经

济发展水平正向作用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人

口城镇化率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

负向作用；在直接效应中，城市政府治理、人口密

度、人口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正向

作用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区别在于各自变量

作用于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程度不同；在间接效应

中，人口密度和人口城镇化率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

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城市政府治理、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提

升对本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

作用，但是对周围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不

显著。在治理体系中，不同利益主体既存在相同的

利益需求，也存在利益需求上的差异。不同主体之

间有着各自的优势，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同时城

市政府治理的提高进一步增进了公民对政府的信

任[37]。随着城市政府治理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也

在不断增长，经济增长意味着地区的公共服务竞争

会更加激烈，竞争强度的提升导致优胜劣汰，形成

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局面，其中的机制是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的差异促使居民“用脚投票”[38]。产业

结构的不断升级及经济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的提高。

人口密度和人口城镇化率对本地区的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周围地区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人口密

度和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在促进本地区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提高的同时，会降低周围地区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因存在规模效应，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越

大，边际公共服务供给成本较低，公共服务的供给

效率通常就越高[28]。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促

进人口在空间的集聚，促进人口密度提高，从而扩

大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有效降低城市公共服务

供给的成本。与之相反则会造成周边地区人口流

失，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从而对周边地区产生

负向的影响。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构建了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进行综合

测度的评价体系，并对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时

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从其时间变化过程

来看，尽管整体水平不高，但总体上呈现出稳定增

长态势，东部区域综合指数均值高于全国，中部区

域综合指数均值略低于西部区域，这可能是要素禀

赋、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水平等内外因

素影响的结果。从空间格局上看，处于较低和最低

水平区间的城市占绝大多数，且表现出明显的水平

趋同性及“群状连片”的空间分布特征。随着时间

的推移，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整体上有所提高，

但绝大多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仍处于较低和

最低的水平区间，而且数量不断增加，差异性持续

扩大。

2）全局Moran's I指数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

供给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地正相关，邻近市域

间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影响存在空间依赖性。从

时序上看，2006―2018年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的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出倒“U”型演变特征，反

映出自 2006年以来，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市际

空间自相关呈现出“增强―减弱―增强”的变化态

势，而在空间上呈现出“集聚―分散―集聚”的演变

特征，整体分异格局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局部

Moran's I指数表明东部地区主要是高-高集聚区

域，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是低-低集聚区域，形成

成片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低值区域。低-
高集聚区域主要出在高-高集聚区域附近，高-低
集聚区域较多出现在低-低集聚区域附近，这两种

现象分别反映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地理空

间分布的空间依赖性与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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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

务供给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各城市公

共服务水平受到本地区各影响因素及周围邻近城

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表明，城市政府治理、人口密度、人口城镇化率、经

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正向作用于本地区城市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人口密度和人口城镇化率对周围

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负向作用。

3.2 建议

1）积极探索区域合作模式，完善区域协同供

给机制。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

效应，即表现出跨行政边界的空间特征，实质上仅

反映的是区域公共服务在空间层面上的协调、配置

和供给问题。其一，构建畅通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机

制。其二，构建区域公共服务协同供给的组织机

制。其三，完善多主体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享、补

偿机制。其四，建立有效的制度约束机制，有利于

协调合作的长久性和稳定性。

2）消解城市公共服务供给行政壁垒，实现公

共服务协同空间治理格局。在传统的公共服务供

给方式中，我国各城市的行政级别及区域划分是进

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一项主要参照指标，这往往

导致优质资源的非均衡分布，促使居民“用脚投

票”，人口往福利高的地区集聚，从而导致人口密度

和人口城镇化率负向作用于周围城市公共服务供

给水平。当前，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大数据信息

手段，可以有效消解区域公共服务供给的行政壁

垒，改变以往区域公共服务资源非均衡配置的行政

物理空间，实现区域公共服务资源信息空间的共享

化、一体化、均衡化配置。

3）构建基于信息技术的公共服务的空间精准

化供给。具有差异性、多样性特征的空间结构是构

成公共服务空间差异的载体基础。科学细分的缺

乏，以及常态化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信息真空化及

空间叠加问题，使空间领域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

“马太效应”“反比例服务”现象。基于信息化的大

数据治理技术为公共服务供给部门提供了技术支

撑，它可以精确识别公众需求、预测公共服务供给

总量、预判公共服务供需状况、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流程、实现跨空间供给等，从而有利于优化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实现公共服务的空间精准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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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level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The level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a city,
and its good spatial pattern helps to rationally allocate public resources and promote win-win development of urban cooperation.
However, at present,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a's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level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n index system to measure the level and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effec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level with the help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Chinese cities generally shows a steady growth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pattern, the level range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most cities is at the lower and lowest levels, and there are differences. (2)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Chinese cities shows obvious global and loc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d the convergenc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lubs are
obvious. (3) The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show that the level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has a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in space; urban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city, population density,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cities in the region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of
which population density has the greatest impact, can increase the level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in the region by 11.5%.
The population density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supply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in surrounding cities, which will cause the supply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in surrounding cities to drop by 25.1% and 9.44%,
respectively.
KeywordsKeywords the level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supply; spatial pattern; spatial Dubin mod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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